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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动能面临深层调适。在此过程中，增长动能的阶

段性转换与供需错配现象交织，产能利用不足的问题呈现出由需求不足引发的周期性过剩、产需脱

节导致的结构性过剩以及行政干预固化的体制性过剩相互交织的复杂梗阻。尽管历次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及党的十九大报告均将“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重心， ①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仍处于74.9%的相对低位， ②揭示了产能矛盾固化与要素

错配损耗的严峻现实。这种低效利用状态不仅背离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的战略导向，更成为制约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性约束。因此，研究进一步提高产能利用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学界多将产能过剩归因于需求预测偏差下的过度投资（Wang & Zheng，2022）、宽松信

贷环境下的资本扩张。然而，当前我国产能治理的困境已由需求波动主导演变为深层体制性梗阻：

长期以来，行政区划分造成的区域市场分割诱发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内卷式竞争，严重阻滞

要素资源的跨域流动与高效集聚，并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面对以上困局，传统逆周期调控工具难

以根治其深层体制诱因，亟需推进更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构建有为政府及有效市场协调的现代经济

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重塑市场竞争秩序，引导企业

摆脱单纯的规模扩张路径，转而追求高质量增长，并在2025年1月7日颁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指引（试行）》中予以明确。

作 为 高 水 平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建 设 的 战 略 依 托 ，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建 设 不 仅 强 调 市 场

摘 要：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是“十五五”时期我国推进现代化突围进程中实现质量变革、效率提升、动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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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总体原则；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建立化解产能严重
过剩矛盾的长效机制，并提出“分业施策”的治理手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去产能”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

② 国际上通常认为产能利用率的合理区间为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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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则的统一，更致力于通过数字技术与制度环境的深度融合重构社会再生产的流通逻辑。但现有

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资源错配（杭静等，2021）、产业政策（何文彬和宫铭烜，2025）以及企业

治理（葛永波和侯仰帅，2026）等因素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效应尚未充分

探讨。特别对于处于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的企业，以及深陷内卷式竞争的市场主体而言，在面临

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时，其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是否会受制于“母国市场效应”与内部恶性博弈尚

未形成理论共识。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

简称“十五五”规划）的 落 地 实 施 ， 本 文 立 足 市 场 与 企 业 视 角 ， 研 究 市 场 需 求 扩 张 的 宏 观 传 导

路 径 ， 构 建 研 发 — 商 业 化 协 同 匹 配 的 企 业 战 略 双 元 化 微 观 响 应 指 标 体 系 ， 探 讨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建 设 能 否 实 现 企 业 产 能 利 用 率 提 升 。 研 究 结 论 既 是 对 新 发 展 格 局 下 深 化 市 场 改 革 的 学 理 回 应 ，

也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理论支撑。

产能利用率作为衡量工业生产系统动态均衡与产需匹配程度的关键指标，其学术价值自20世

纪80年代起便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西方古典及新古典生产理论主要聚焦要素报酬与产出缺口的关

联，企业生产成本变动及外部市场需求波动对产能闲置的非线性影响（Basu，1996；Morr ison，

1999），并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揭示

在菜单成本与工资黏性背景下，产能闲置如何作为宏观波动的缓冲器以对冲经济周期波动。随后，

学界在测度方法上经历了从简单的峰值法（Klein，1960）、协整法（Shaikh & Moudud，2004）

逐渐发展成为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函数法（Stochas t i c  F ron t i e r  Ana ly s i s，SFA）（Kirk l ey  e t  

a l .，2002）与成本函数法，旨在通过消除随机干扰因素界定固定投入既定下的最大可能产出的范

围，为后续微观效率研究奠定基础。然而，这种基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的技术效率观点，往往隐

含市场完全出清的前提假设，在解释转型经济体中广泛存在的非市场性产能过剩时表现出明显的张

力缺失。这促使国内研究视角由单纯的微观要素分配转向宏观制度约束，开启了对中国式产能治理

的深度探讨。

在中国独特的转轨经济与超大规模市场背景下，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呈现出显著的体制性特征。

国内学界针对长期存在的总量过剩与结构错配双重困境，研究发现产能治理不仅受市场需求驱动，

更是行政干预与要素扭曲的结果。其一，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以及税收激励而开展的招商引资

竞争，被视为产能扭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准入干预与不均等的产业补贴引发严重的潮涌现象，造

成跨区域的重复建设与初始要素错配（靳来群等，2015；蔡之兵，2025）。其二，要素市场价格的

结构性扭曲——尤其是金融资源对国有或行政背景企业的政策性倾斜（黄锐等，2021），导致僵尸企

业难以有效出清，固化大量低效产能。既有研究证实，破产司法制度不完善与市场退出机制不畅（于

连超等，2025），使得本应退出的落后产能得以在行政干预下“苟延残喘”，极大地压缩了行业整体

的效率边界。其三，在空间维度上，行政区划分造成较为严重市场分割（马光荣和赵耀红，2022）。

地方保护主义通过设定显性或隐性的贸易壁垒，阻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有效集聚，造成严重的规

模经济缺失（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这些制度性因素构成理解中国产能困局的底层逻辑。

伴随微观计量方法持续创新与数据维度不断拓展，后续研究得以突破政府—企业二元分析框架

的局限，进而细致识别战略演化、数字技术赋能等深层因素对产能利用率的差异化影响机制。产需

匹配与企业互动的实证研究开始涌现，揭示技术创新（徐野等，2023）与供应链治理在缓解产能过

剩中的重要作用（石福安等，2025；朱国悦和陶锋，2025）。另有学者关注到数字技术作为一种

新型生产要素的治理工具，证实数字化转型可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排产逻辑两个方面提升微

观主体的利用效率（陈再齐等，2026；冯素玲和王同同，2025）。然而，现代化进程中并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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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量都带来完全的趋同效应，技术赋能常伴随新的分化，数字化的门槛效应可能通过加剧管理

者之间的能力鸿沟，形成新的效率分层。部分学者从制度规则视角出发，指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规范市场规则等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殷继国，2023）。其

中，地区制度环境和市场分割程度会显著影响市场整合的资源配置效果，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促

进要素自由流动和提升配置效率（陆铭和陈钊，2009）。这一视角为解析制度变革转化为微观生产

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破解体制性瓶颈与资源错配困局的宏观背景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必然的制度回应。

从 早 期 要 素 流 动 的 初 步 设 想 到 2 0 2 5 年 《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建 设 指 引 （ 试 行 ） 》 中 “ 五 统 一 、 一 破

除” ①的系统性方案，我国市场整合逐步由空间联通向制度规则统一深化（马俊峰等，2025；夏杰

长和刘诚，2022）。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表明，交易成本下降依托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构成产

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前提（Krugman，1991）。大量实证研究通过价格法（陆铭和陈钊，2009）、

生产法（Young，2000）等方法测度中国市场分割的变动趋势，证实破除行政壁垒能显著提升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投资效率。目前学界对此基本上形成了三个研究视角。其一，分析行政垄断的

破除路径、统一整合的体制性阻力及对策，探讨如何重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夏杰长和刘诚，

2022）；其二，探索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等在打破地理边界中的中介作用，强调数据要素对优化资

源配置与促进创新要素流动的贡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课题组等，2022；王胜

利和张笑笛，2025）；其三，以分析政策效应的框架着手，侧重于构建以及扩展衡量市场一体化程

度的综合性指标，进而评估其宏观或微观的经济影响（杨玉浦等，2025；王浩旸等，2025）。这

类研究初步验证制度红利与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正向关系，为本文的研究奠定政策基础。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多侧重市场环境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而直接聚焦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国家

战略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研究尚显匮乏：第一，鲜有文献将外部需求环境扩张与内部企业能力

重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并深入分析。第二，现有文献多预设制度红利的普惠性，缺乏对高全球价值

链（GVC）地位企业在内外循环切换中可能遭遇的“摩擦效应”的实证考察。鉴于此，本文立足市

场需求扩张与企业研发—营销闭环的战略能力视角，研究国内市场整合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分

析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内卷式竞争对该效应的调节效应，旨在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微观实现路

径提供参考。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突破单一市场分析视角，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全球价值链”

双循环分析框架，为解构大国经济转型中产能过剩与高端分工叠加并行的深层矛盾提供新范式。第

二，从外部环境优化与微观主体响应的交互视角，阐释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市场需求扩张与战略双

元化驱动产能效率实质性提升的内在机理。第三，基于研发与营销的交互强度，构建“研发—商业

化”闭环型企业战略双元性机制指标，实现企业微观响应的系统考察。第四，实证揭示全国统一大

市场政策红利在制度创新高地、具备耐心资本支撑及高数智化渗透企业中的异质性影响，并捕捉到

高GVC地位企业在国内市场整合过程中出现的响应钝化现象，以及内卷式竞争造成的阻碍作用，为

统筹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内市场整合提供微观层面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揭示市场规模不足对需求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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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统一、一破除”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要素资源、商品服务、设施联通、监管公平；破除地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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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企业产能利用水平形成的制约作用。在产能治理的背景下，长期存在的行政性市

场分割导致国内有效需求被区域壁垒所阻隔（周泽红和郭劲廷，2024）。企业受制于局部市场规模

的局限性，极易受到区域市场需求容量的制约，进而导致设备重复建设与产能闲置（贾润崧和胡秋

阳，2016）。对标“十五五”规划中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

府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背景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直指当前体制性过

剩问题，该进程正是有为政府破除地方保护与跨区域贸易壁垒，重塑市场交易、深度释放内需潜力

的宏观制度安排，将区域性的局部市场制度性整合为全国统一市场（周文和许凌云，2026）。这一

制度演进有利于拓展企业的有效销售边界与潜在市场需求，发挥有效市场作用，从而驱动微观主体

面临的市场需求规模实现实质性扩张。

当市场需求实现跨区域扩张后，企业微观层面的产能利用率将得到显著改善。其一，从规模经

济与成本分摊视角看，市场需求扩张有效缓解由总需求收缩引发的周期性产能过剩。对于前期固定

资产投资庞大的工业企业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的需求增量，意味着高昂的设备折旧与固定生

产成本能够随着产出规模的扩大而被有效分摊（吴青山等，2023）。这种市场需求的扩大直接转化

为企业存量闲置产能的消化渠道，不仅有助于纠偏周期性过剩，还可缓解由行政分割引发的体制性

过剩。其二，从产需匹配与信息传递视角看，市场需求扩张有助于矫正结构性产能错配。全国维度

的市场整合汇聚了多层次、综合性的消费群体，也提高了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的稳定性。全国统一

大市场形成的超大规模需求空间能够降低区域需求波动的影响，为企业提供更为精准的价格与数量

信号。微观企业得以基于充分的市场价格信号优化生产决策与资源配置，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盲

目扩产行为，进而提高产能利用效率（刘志彪和许山晶，2025）。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提升市场需求扩张水平，进而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战略管理领域的动态能力理论来源于对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RBV）静态视角

的反思与修正，强调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不取决于稀缺资源存量，而在于感知环境变动、抢抓机遇、

整合资源抵御外部突发冲击的综合能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只是一项制度变革，更推动市场竞

争逻辑由关系驱动转向能力驱动。因此，在压力方面，市场壁垒的破除倒逼企业直面全国范围的生

存和淘汰竞争（张功富等，2013），激励企业强化探索性活动（Wang & Blomström，1992），通

过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构建核心技术优势。在机遇方面，超大规模市场的设施联通与规则统一为新产

品商业化提供广阔空间。这种规模激励促使企业提升应用能力，依托营销领域的深度布局，确保创

新成果精准、高效地转化为市场占有率。这种竞争压力与市场机遇的并存，促使企业不再单纯追求

规模扩张，转而寻求技术创新与市场开发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企业战略双元性的提升会进一步改善其内部生产效率。在增量端，战略双元化实现产需耦合。

研发侧的探索能力与营销侧的利用能力协同能够构建高效的研发与市场信息反馈闭环，这种靶向生

产模式使企业能基于前瞻性的市场洞察进行投资生产，从源头上遏制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盲目扩产

与结构性错配。在存量端，高水平的战略双元性实现动态匹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需求冲击，

强大的探索能力赋予企业开发新技术、增强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创新能力（Rothaermel & Deeds，

2004），而强大的利用能力则保障新旧产品交替时的市场承接效率，有效填补旧需求下降造成的产

能空缺。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驱动企业战略双元性，进而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GVC分工地位可以反映企业技术层级与市场话语权（毛其淋和许家云，2019；宋建和王静，

2021），更决定其资源配置的界限。分工地位越高的企业，越能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把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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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设计、品牌、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从而获取稳定的高端需求与技术溢出。这种高端化属性能

够提高生产效率以及需求的稳定性，为产能利用提供稳定支撑。由此提出假说3.1。

假说3.1：全球价值链升级可以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然而，基于母国市场效应与资源基础理论，当全球单一市场优势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相互交

织时，二者的协同效应可能呈现非线性的“摩擦效应”。一方面，Krugman（1991）认为在规模报

酬递增与贸易成本并存时，企业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集中，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长

期处于GVC高分工地位的企业可能已将全球市场视为其实现规模经济的母国市场，其技术范式与产

品标准高度适配于国际消费偏好。当国内统一大市场逐步整合时，尽管物理层面的贸易壁垒逐渐消

除，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在消费层次、规制环境上仍存在较大差异。高GVC嵌入企业在转向国内

循环的过程中面临较大的产需衔接成本，难以将国际优势转移至国内，从而在短期内阻碍产能调节

效应的释放。另一方面，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为适配外部环境而沉淀的核心能力，往往伴随着

能力陷阱。而高GVC嵌入企业是建立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过程（姜振煜等，2025）、组织架

构与研发路径的基础上，这种资产专用性会形成较强的制度性惯性。面对国内统一大市场重塑的流

通规则，企业不仅面临从国际分工参考者向双循环整合者转变的学习壁垒，更要面对核心资源分配

的矛盾。由于企业管理层注意力和核心资源有限（吴建祖和毕玉胜，2013），出于维持全球竞争力

的目的，企业往往优先将手中的优质资源投放于国际主战场，从而对国内市场的制度红利产生“挤

出效应”。这种内部资源刚性与跨域整合的范围不经济，可能导致高GVC嵌入企业在双循环切换期

出现产能利用的转换摩擦。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2。

假说3.2：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摩擦作用短期将会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

从新制度经济学与路径依赖理论视角看，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在落后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下

形成的低效率竞争模式，表现为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以及企业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等结构性约束。在

“十五五”规划实施过程中，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虽然能够通过完善市场规则和促进要素流动提升

资源配置效率，但其政策效应仍受到既有内卷式竞争程度的影响。内卷程度越高，制度转换成本越

大，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越难以充分释放。

一方面，从政府治理层面看，地方政府基于增长目标形成的竞争行为容易导致行政干预、市场

分割以及资源配置扭曲，削弱统一市场规则的执行效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完善公平竞争制

度、规范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等方式，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有助于降低行政壁垒对市场配

置效率的影响（王浩旸等，2025）。然而，在地方保护程度较高、行政干预较强的地区，既有利益

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市场规则统一带来的制度红利难以快速转化为企业产能

利用效率提升，进而削弱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从企业竞争层面看，内卷式竞争导致

企业将大量资源投入价格竞争、营销扩张和同质化竞争，而非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最终形成高投

入低回报的资源配置模式。在此背景下，全国统一大市场虽然能够扩大市场范围、降低交易成本并

促进需求扩张，但深陷内卷竞争的企业往往难以及时调整生产策略和资源配置方向，导致其对市场

扩容红利的吸收能力下降（黄群慧和叶其楚，2025）。同时，企业内部资源被低效率竞争占用，也

会限制其通过数智化转型和战略调整实现产能优化的能力，从而削弱统一大市场对产能利用率的促

进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说4。具体的研究框架见图1。

假说4：内卷式竞争会削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且内卷程度越高，该
削弱效应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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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图

三、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本文重点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1）

其中， i表示企业， 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CUit表示企业产能利用率指数；核心解释变量Scoreit

表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水平；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γt、δi分别为年份、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

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产能利用率（CU）。鉴于本文使用大样本微观企业数据，且缺乏精准的要素价格信息以构建

成本函数，本文借鉴李雪松等（2017）的研究方法，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测度产能利

用率。遵循Kirkley等（2002）的定义，产能被界定为固定投入既定且技术无效率完全消除时的最

大潜在产出。本文构建如下Cobb-Douglas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2）

其中，Yit、Kit、Lit分别为经过价格平减后的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净额及从业人数。vit为随

机误差项，捕捉统计噪音与外部冲击；uit为非负的技术无效率项，反映企业实际产出与前沿面的距

离。基于最大似然估计（MLE）得到参数后，潜在最大产出（产能）可表示为Yit
*=exp (αklnKit +  αllnLit 

+  vit)，即剔除无效率项后的产出边界。产能利用率可计算为：

                                            （3）

尽 管 该 测 度 在 数 值 上 与 技 术 效 率 具 有 一 致 性 ， 但 其 经 济 学 内 涵 在 于 衡 量 企 业 “ 实 际 产 出 对

既 定 资 本 存 量 下 技 术 边 界 的 利 用 程 度 ” 。 相 比 于 数 据 包 络 分 析 （ D a t a  E n v e l o p m e n t  A n a l y s i s ，

DEA），该方法能有效剥离随机干扰的影响。为确保产能利用率估计的稳健性，本文选取企业的总

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作为替代指标，进一步验证产能利用率的估算结果。

2. 解释变量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Score）。本文借鉴王浩旸等（2025）、陆铭和陈钊（2009）的研

究思路，构建包含商品、劳动力及资本维度的市场一体化指数衡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依据

冰山成本理论，并参考Parsley和Wei（1996）拓展的市场分割分析框架，区域间同质商品或要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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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一价定律”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交易成本（包含制度性壁垒）。因此，区域间相对价格的离散程

度（方差）能够作为衡量市场整合水平的客观指标。

具体测算中，针对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本文分别选取各省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的8

大类分类指数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基础数据，沿用Pars ley和Wei （1996）的方法，

首先计算相邻省份 i和 j在 t年的第k类商品（或劳动力）的相对价格绝对差 ：

                                                   （4）

为剔除商品本身异质性带来的价格波动，本文采用去均值法处理，得到剔除固定效应后的相对

价格变动 ：

                                                   （5）

其中，Pit
k表示 i省第k类商品（或劳动力）在 t年的价格指数（或平均工资）， 为该年所有

省份对组合的均值。在此基础上，计算相对价格变动的方差Var (qijt
k )并按省份汇总，以此表征商品

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针对资本市场，鉴于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缺失，本文参考

范子英和周小昶（2022）的处理范式，采用上市公司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数量这一“流量”指标

表征资本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程度，并对该指标标准化后取倒数，使其与分割指数方向一致。

最后，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对上述三个维度的分割指数进行降维合成，并取其相反数得

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Score），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地区间的市场壁垒越低，一体化程度

越高。

3. 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偏误，本文从四个维度引入控制变量：在企业基本特征层面，采

用固定资产净额与上市年限（加1）的自然对数分别衡量企业规模（Size）与上市年限（ListAge）；

在 财 务 与 盈 利 维 度 ， 引 入 资 产 负 债 率 （ Lev） 表 征 财 务 杠 杆 ， 采 用 总 资 产 收 益 率 （ ROA） 衡 量 盈

利 能 力 ； 在 成 长 性 与 治 理 维 度 ， 采 用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率 度 量 企 业 成 长 率 （ Growth） ， 通 过 产 权 性 质

（SOE）虚拟变量识别制度环境差异，并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股权集中度（Top1）；在地区

特征层面，进一步引入政府干预（FS）、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和基础设施水平（TI）等变量，

其中，政府干预采用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衡

量，基础设施水平采用公路里程的自然对数衡量。

4. 中介变量

市场需求扩张（MDE）。本文使用市场需求扩张衡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需求水平。借鉴徐保

昌等（2026）的研究，采用企业所在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的自然对数进行测度。

企业战略双元化（SA）。本文创新性地将企业战略双元化界定为企业在探索与利用两类能力

上的互补性强度，用以刻画企业将知识创新转化为市场绩效的“研发—商业化”闭环能力。在测度

上，本文以研发费用衡量探索性投入，以销售费用衡量利用性投入，分别除以营业收入并进行标准

化，得到研发强度（RDI）与营销强度（MKI）。为提高可比性与稳健性，研发强度与营销强度在行

业—年度维度上进行Z-score标准化，并对极端值进行1%缩尾处理。同时，本文将研发费用中的费

用化与资本化部分合并，以避免低估探索性投入，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研发活动。最终，本文采用

研发强度与营销强度的交互项作为战略双元化的核心指标，以更准确地捕捉研发与营销协同作用下

的高效双元性。表1为主要变量的定义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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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定义阐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产能利用率 CU
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算企业实际产出与潜在

最大产出的比值（ ）

解释变量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水平 Score 基于相对价格法测算商品、劳动力及资本市场的分割指

数，经主成分分析（PCA）合成并取相反数

中介变量 市场需求扩张 MDE 企业所在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自然对数
企业战略双元化 SA 研发强度与营销强度的交互项

调节变量
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GVC 衡量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指数
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 ICC_Gov 地区间招商引资强度与财政补贴优惠占GDP的比值

企业内卷式竞争 ICC_Co （销售费用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行业毛利率

控制变量

产权性质 SOE 虚拟变量，若企业为国有企业取1，否则取0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固定资产净额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总资产收益率 ROA 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企业成长率 Growth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第一大股东持股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上市年限 ListAge 企业上市年限加1的自然对数
政府干预程度 FS 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
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 人均GDP取对数
基础设施水平 TI 公路里程数取对数

（三）数据来源

本文依托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中国上市公司年

报》、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数据源，结合Wind数据库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

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语言地图集》，选取2008~2024年A股上市公

司作为研究样本。在研究过程中，剔除了ST、*ST、PT公司及金融类上市公司，对于个别省份某些

年份的缺失数据，则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并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需特别说明的

是，行业全球价值链相关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8~2021年。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产能利用率 CU 20,663 0.6905 0.0788 0.4498 0.8553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Score 20,663 0.1933 0.0439 0.1272 0.2862

市场需求扩张 MDE 20,663 9.3551 0.8117 6.8567 10.7151
企业战略双元化 SA 20,663 0.0687 0.6283 -1.9459 3.4198

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GVC 11,984 1.0051 0.1398 0.6502 1.2982
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 Icc_Gov 20,663 0.0119 0.0180 0.0000 0.1074

企业内卷式竞争 Icc_Co 20,663 0.3351 1.1017 -0.9325 1.6112
产权性质 SOE 20,663 0.4179 0.4932 0.0000 1.0000
企业规模 Size 20,663 22.1778 1.2704 19.8397 25.9247

资产负债率 Lev 20,663 0.4448 0.2051 0.0533 0.8895
总资产收益率 ROA 20,663 0.0330 0.0583 -0.2166 0.1902

企业成长率 Growth 20,663 0.1639 0.4144 -0.5347 2.6731
第一大股东持股 Top1 20,663 0.3407 0.1515 0.0785 0.7390

上市年限 ListAge 20,663 2.2037 0.7248 0.6931 3.3322
政府干预程度 FS 20,663 0.1842 0.0634 0.1022 0.3986
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 20,663 10.9981 0.5754 9.6675 12.2897
基础设施水平 TI 20,663 11.5735 0.9881 9.3673 12.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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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汇报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基准影响结果。本文通过逐步纳入各维度

观测变量与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第（1）~（3）列的结果显示，在仅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基础

上，逐层引入时间固定效应以及企业财务特征与治理结构等控制变量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估计系

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保持稳健。进一步地，第（4）列在同步控制个体与时间双重固定效应，

并引入地区层面的外部政策与宏观经济干扰项后，将标准误聚类至省级层面以排除潜在的序列相关

性。估计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0.2771）。这表明，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研究假说1得到验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CU CU CU CU

Score 0.1439*** 0.1441*** 0.2561*** 0.2771***
(0.0193) (0.0197) (0.0375) (0.0683)

SOE 0.0063* 0.0047
(0.0036) (0.0036)

Size -0.0296*** -0.0289***
(0.0020) (0.0020)

Lev 0.0623*** 0.0617***
(0.0066) (0.0066)

ROA 0.2792*** 0.2801***
(0.0134) (0.0133)

Growth 0.0249*** 0.0249***
(0.0012) (0.0012)

Top1 0.0079 0.0098
(0.0113) (0.0112)

ListAge 0.0082*** 0.0095***
(0.0026) (0.0026)

FS -0.1401***
(0.0272)

lnpgdp -0.0022
(0.0067)

TI -0.0027
(0.0057)

Constant 0.7183*** 0.7183*** 1.2335*** 1.2927***
(0.0037) (0.0038) (0.0390) (0.1032)

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量 20663 20663 20663 20663
Adj. R-squared 0.7077 0.7112 0.7600 0.7612

注：*表示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全方位评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多重维度进行稳健性考量（表4）。首先，在测度

稳健性方面，考虑到企业产能利用效率提升往往反映出资产运营质量的改善，本文采用总资产周转

率（ATO）作为产能利用率的替代指标，第（1）列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证实研究结论不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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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指标构建方式；其次，在动态识别与因果推断层面，为捕捉政策效应的时滞性并缓解反向因

果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滞后一期与二期处理，第（2）~（3）列结果显示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红利具有明显的跨期持续性；再次，在控制变量维度，通过引入净资产

收益率（ROE）替换原有的盈利能力指标以及董事会特征（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两职合一）

等更为细致的微观治理变量以排除遗漏变量偏误，第（4）列结果依然表现出极强的稳健性；最后，

在样本敏感性测试中，通过剔除直辖市样本以消除极端区域特征干扰，以及剔除2020~2022年样

本 以 排 除 新 冠 疫 情 冲 击 对 生 产 秩 序 的 影 响 。 第 （ 5 ） ~ （ 6 ） 列 显 示 ，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的 估 计 系

数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有力支撑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赋能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核心结论。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ATO CU CU CU CU CU

Score
0.0420** 0.2464*** 0.3521*** 0.2316***
(0.0204) (0.0699) (0.0779) (0.0666)

lScore
0.2800***
(0.0806)

lScore2
0.2582**
(0.1028)

ROE
0.0771***
(0.0051)

Board
0.0102*
(0.0058)

Indep
0.0097

(0.0143)

Dual
-0.0015
(0.0018)

Constant
2.2138*** 1.2588*** 1.3105*** 1.2255*** 1.3673*** 1.2653***
(0.5445) (0.1188) (0.1433) (0.1053) (0.1352) (0.1066)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量 20663 16313 13420 20663 15983 18243
Adj. R-squared 0.8303 0.7851 0.7927 0.7521 0.7581 0.7685

（三）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为识别因果效应并克服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引致的内生性偏误，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借鉴张聪聪等（2023）的做法，以地区方言片数与剔除自身后其余地区统一大市场建

设水平均值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IV），进行内生性处理。一方面，地区方言片数反映该区域历

史文化差异与非正式制度壁垒的积淀，会对本地市场整合与制度建设产生显著的路径依赖约束；另

一方面，历史遗留的文化特征以及外部其他区域的宏观市场建设趋势，均独立于本地当期微观企业

的产能决策，有效阻断与产能利用率的直接关联，满足排他性要求。

实证结果充分证实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及核心结论的稳健性（表5）。第一阶段回归列（1）显

示，该工具变量对内生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5357，p<0.05）。工具变量诊断

显示，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58.24）拒绝不可识别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 计 量 （ 9 8 . 5 7 ） 远 超 临 界 值 （ 1 6 . 3 8 ） ， 排 除 弱 工 具 变 量 风 险 ； A n d e r s o n - R u b i n  W a l d 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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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进一步确保统计推断的可靠性。第二阶段结果列（2）表明，在排除内生性干扰后，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产能利用率的边际效应依然显著为正（系数为0.2799，p<0.05）。值得注意的

是，该系数较基准回归略有提升，表明原模型可能因测量误差存在一定的向下偏移。综上，本文因

果推断逻辑在更严格的计量框架下依然成立。

2. 广义矩阵估计法

对于可能的内生性偏误，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检验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

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表5列（3）结果表明，AR（1）检验的p值小于0.1，而AR（2）检验的p

值大于0.1，表明扰动项仅存在一

阶 自 相 关 ， 而 不 存 在 二 阶 及 更 高

阶 的 自 相 关 问 题 。 同 时 ， H a n s e n

检 验 结 果 的 p 值 大 于 0 . 1 ， 说 明 工

具 变 量 的 设 定 是 有 效 的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滞 后 一 期 的 产 能 利 用 率

对 当 前 产 能 利 用 率 产 生 显 著 负 向

影 响 ， 反 映 出 企 业 在 产 能 利 用 率

上 的 调 整 具 有 显 著 的 自 我 调 节 和

动 态 特 征 ， 表 明 企 业 在 生 产 调 整

中 的 “ 均 值 回 归 ” 现 象 ， 即 当 前

期 产 能 较 高 时 ， 企 业 会 倾 向 于 在

下 一 阶 段 减 少 产 能 ， 以 保 持 生 产

效 率 的 平 衡 。 综 上 ，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仍 对 产 能 利 用 率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 表 明 在 控 制 动 态 内 生 性

偏误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四）机制检验

1. 市场需求扩张

由前文分析可知，全国统一大市场可通过助力市场需求扩张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为验证这一

假说，现将市场需求扩张变量纳入模型：

                                 （6）

其中，MDEit表示 i企业 t年所面临的市场需求扩张水平。表6列（2）汇报了市场需求扩张的机制

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显著提升市场需

求扩张水平。Boots t rap检验得以通过，印证了其作为传导机制的有效性。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提

升，企业能够削弱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带来的同质化竞争，缓解低效率资源配置问题（黄群慧和叶

其楚，2025），转而依据全国范围内真实的价格信号做出理性生产决策，使企业能够依托广阔的市

场空间有效分摊固定资产成本，从而在产需的动态平衡中消解因市场分割导致的体制性产能过剩，

实现产能利用率的提升。由此可以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通过市场需求扩张显著提升企业产能

利用率，假说1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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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内生性检验表

变量
(1) (2) (3)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GMM
Score CU CU

IV
0.5357**
(0.2662)

Score
0.2799** 0.1088***
(0.0806) (0.0883)

L.CU
-0.5087***

(0.0535)

Constant
0.5134*** 2.1756*** 0.8161***
(0.8435) (0.6514) (0.126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Kleibergen-Paap rk LM 58.2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98.57
Anderson-Rubin Wald Test 18.17***

AR（1） 0.000
AR（2） 0.152

Hansen检验 0.178
样本数量 20663 20663 20663

Overall R-squared 0.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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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战略双元性

根据前文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通过企业战略双元性有效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为验证

这一假说，本文进一步将企业战略双元性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7）

其中，SAit表示 i企业 t年的战略双元性。表6列（3）汇报了企业战略双元性的机制检验结果。结

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了企业战略双元性的发展。

Boots t rap检验得以通过，印证了其作为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企业通过提升战略双元性，实现从供

给侧到需求侧的有效协同，从而匹配不同的市场需求，有效缓解因供需错配导致的结构性产能闲置

（徐燕琳，2017）。由此可以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驱动企业战略双元性，进而提升企业产能利

用率，假说2得到验证。

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CU MDE SA

Score
0.2771*** 3.8505*** 1.1788**
(0.0683) (0.3763) (0.5603)

Constant
1.2927*** -12.1447*** -0.4554
(0.1032) (0.5568) (1.1130)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数量 20663 20663 20663
Adj. R-squared 0.7612 0.9206 0.3663

Indirect (Bootstrap 95% CI) [0.0104,0.0314] [0.0224,0.0485]

（五）进一步分析

1.“协同”还是“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快速发展与制度型开放引领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双重演进的背景下，国内制

度红利与国际分工地位的互动逻辑成为理解企业产能的关键。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强化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提升产能利用率。然而，高GVC嵌入企业对制

度红利的吸收转化受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功能定位的约束。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演进中，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高GVC分工地位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是否存在摩擦效应？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交乘项

（score*GVCct），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8）

其中，GVCct表示c行业 t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表7列（1）的估计结果，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水平（Score）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GVC）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CU）表现出显著的正向

影响。这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国际分工升级均能独立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验证了假说3.1。

然而，二者的交互作用项（score*GVC）系数为-0.1017，且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全国统

一大市场和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摩擦作用短期将会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而验证了假说3.2。

2. 内卷式竞争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碍效应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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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在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国内大循环仍存在“卡点堵点”，其核

心症结之一在于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引致的内卷式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恶化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导

致要素被锁定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产能中，甚至可能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依托，其制度红利的释放是否受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为准确识别上述调节

效应，本文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引入交乘项（score_Icc_Govit、score_Icc_Coit）进行检验：

             （9）

             （10）

其中，score_Icc_Govit、score_Icc_Coit表示企业 i在 t年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政府内卷式竞争、企业

内卷式竞争的交乘项。政府内卷式竞争（ Icc_Gov）借鉴师博和郭思琪（2025）的研究思路：政府

内卷式竞争源于地方政府对经济扩张规模的过度追逐。这种非理性的激励偏好使得区域竞争转化为

恶性博弈，造成大量财政与市场资源被锁定在低效领域，体现了内卷式竞争强调的资源错配与重

复内耗特征。基于此，本文采用地区招商引资额与财政补贴额占GDP比重构建政府内卷式竞争指

标。其中，招商引资额反映地方政府争夺外部资本的竞争行为，财政补贴额占GDP比重体现政府

资源投入竞争倾向，二者共同刻画政府内卷式竞争程度。企业内卷式竞争（ Icc_Co）参考邹美凤等

（2026）的研究成果，选取（销售费用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经行业平均毛利率调整后的数值

作为衡量企业内卷式竞争的代理指标。其理论逻辑在于：在内卷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会为争夺有

限份额而持续加大营销推广、渠道建设等竞争性资源投入；然而，这种高额投入不会带来同比例的

实际经营增长，从而导致高资源投入、低价值回报的投入产出错配。该指标通过行业平均毛利率剔

除行业盈利基准差异后，数值越大即表明企业的资源消耗与价值创造背离越严重，内卷程度越高。

表 7 列 （ 2 ） 、 （ 3 ） 的 实

证结果表明，内卷式竞争对全

国统一大市场提升企业产能利

用率的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负

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政

府 治 理 维 度 （ 列 ( 2 ) ） ， 交 互

项系数为-0.9767且在5%的水

平下显著，表明地方政府层面

的内卷加剧会强化行政壁垒与

资源错配，进而削弱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对要素流动和产能

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企业竞

争 维 度 （ 列 ( 3 ) ） ， 交 互 项 系

数为-0.0209且在5%的水平下

显著，表明企业层面的同质化

竞争与低价竞争降低了其对市

场需求扩容的承接能力，从而

抑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产

能利用率的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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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拓展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CU CU CU

Score
0.2972** 0.2247*** 0.2767***
(0.1454) (0.0663) (0.0684)

Score_GVC
-0.1017**
(0.0486)

GVC
0.0351***
(0.0126)

Score_Icc_Gov
-0.9767**
(0.4598)

Icc_Gov
-0.4483***

(0.1483)

Score_Icc_Co
-0.0209**
(0.0092)

Icc_Co
-0.0026**
(0.0012)

Constant
1.1021*** 1.2410*** 1.2940***
(0.1399) (0.0986) (0.1043)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数量 11984 20663 20663
Adj. R-squared 0.7740 0.7724 0.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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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异质性检验

1. 制度型开放

基于政府治理视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而产能治理的体制性瓶颈在于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

逻辑下形成的路径依赖。本文通过识别企业所在地是否属于自贸试验区或国家综合改革试点区界定

制度创新区。表8第（1）、（2）列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制度创

新区显著性更强（系数为0.1468，p<0.01）。可能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较优地区已经形成较为完

善的市场规则体系和政府治理机制，对统一市场规则的适应能力更强。在这些地区，地方保护、行

政审批限制以及市场准入壁垒相对较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企业跨区域经营

成本，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扩大产能利用率的提升空间。

2. 耐心资本的支撑

基于金融博弈视角。产能的深度优化与盘活存量属于长周期过程，需要微观主体具备极强的

战略定力。本文借鉴国务院关于发展创业投资并引导金融资源向高质量发展领域倾斜的政策导向，

以 政 府 引 导 基 金 与 社 保 基 金 持 股 占 比 测 度 耐 心 资 本 ， 并 根 据 其 中 位 数 进 行 分 组 。 表 8 第 （ 3 ） 、

（4）列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产能提升效果仅在拥有高比例耐心资本的企业中显著（系数

为0.1217，p<0.01）。其经济含义揭示了金融资源属性对微观行为的锚定作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在打破垄断的同时也强化优胜劣汰机制，由此带来短期波动压力。而耐心资本充当了企业的“战

略压舱石”，相对于追求短期退出的套利资本，持有耐心资本的企业具备更强的跨期优化动力，更

倾向于在市场整合期进行重资产投入与生产线重组，而非在短期压力下陷入内卷式的价格竞争。因

此，一般持有耐心资本的企业更能享受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的收益。

表 8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制度创新区 非创新区 高耐心资本 低耐心资本 高AI渗透率 低AI渗透率

CU CU CU CU CU CU

Score
0.1468*** 0.0541* 0.1217*** 0.0438 0.1693** 0.0736*

(0.0235) (0.0309) (0.0206) (0.0358) (0.0784) (0.0148)

Constant
0.9824*** 1.1285*** 0.9516*** 0.9863*** 0.9578*** 1.0869***

(0.1182) (0.0756) (0.0541) (0.0638) (0.1365) (0.1527)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量 7456 13207 10332 10330 10332 10330

Overall R-squared 0.4821 0.6135 0.7348 0.4462 0.5789 0.5194

3. 数智技术的渗透

基于要素重构视角。在“十五五”规划及国家相关战略部署中，“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

动”与“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构成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双引擎。本文参照姚加

权等（2024）的研究思路，基于年报文本分析法测算企业数智化（AI）渗透率，并以其中位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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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组依据，以此考察新要素对制度红利的吸收能力。表8第（5）、（6）列中，高AI渗透组的回

归系数相对更大（0.1693，p<0.05）。其经济含义可能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规模化的数据

要素与全国性的需求信号，而人工智能技术则提供了处理这些信息的高效索引。高AI渗透的企业能

够通过数智化转型实时获取全国范围内的需求，实现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产需精准耦合，从而享

受到全国统一大市场所带来的制度红利。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探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直接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的地位作用和政企内卷式竞争下的表现。得到以下结论：（1）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提升企业产

能利用率，在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该制度红利可以通过市场需求扩张、企业

强化战略双元性，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3）全球价值链依赖和内卷式竞争会削弱统一大市场的

政策效应，表明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转换过程中，外向型发展路径依赖以及低效竞争模式会对市场整

合效应形成约束。（4）在制度环境较优地区、耐心资本充裕以及数智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产能治理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宏观顶层设计层面应以法治化规制靶向整治“内卷式”竞争，缓解体制性产能过剩。首

先，要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确内卷式恶性竞争与低价倾销的认定标准，由监管

部门针对重点行业启动成本调查，通过法治手段为市场竞争划定清晰红线，引导行业从价格竞争转

向价值竞争；其次，应严格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深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由工信部动态提升行业准入标准，如对光伏等行业实施更严格的转换效率门槛，通过标准升级强制

淘汰落后产能，驱动要素向高效率主体集聚，从制度源头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最后，应构建动态

评估与预警机制，通过发布《全国市场一体化发展指数报告》并设立产能预警机制，利用数智技术

实时监测产需偏离度，确保政策行稳致远。

第二，中观地方治理层面应重塑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体系，以耐心资本驱动企业战略双元

转型。首先，地方政府应切实扭转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将投资资本回报率、科技投入强度及产

业契合度纳入核心考核指标，引导政府行为从盲目引资转向精准育产，从根源上遏制低水平重复建

设；其次，针对企业战略演进的金融需求，应积极引导耐心资本发挥战略压舱石作用，鼓励政府引

导基金与社保基金向具备战略双元潜力的微观主体倾斜。利用专项再贷款等工具支持企业构建“研

发—商业化”闭环，将扶持方式从输血式补贴转向造血式赋能；最后，应搭建产学研用平台与数字

化转型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等技术进行智能化改造，增强企业抵御市场波动、盘活

存量产能的能力，实现供给侧效率的实质性修复。

第三，微观企业战略层面应统筹内外循环衔接数智化赋能，对冲全球价值链摩擦效应。首先，

面对双循环切换期的调整阵痛，企业应主动重构组织架构，通过战略双元化转型实现研发创新与市

场商业化的深度协同，提升对全国统一大市场规则的适配能力；其次，企业应利用数智技术优势，

依托工业互联网实现从以产定销向以销定产的范式转变，通过精准捕捉国内细分需求缓解信息不对

称导致的产能闲置；最后，深耕国际市场的企业应强化内外贸一体化经营，将全球运营经验与本土

化创新相结合，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摊薄研发成本，通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灵敏度与韧性，在

更高层次的良性竞争中，将制度红利转化为实质的产能利用效率与国际竞争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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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ly addressing overcapacity is an essential pathway for achieving quality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growth momentum convers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echanism indicator of enterprise strategic ambidexterity based on the closed-loop framework of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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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national unifi ed market construction on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national unifi e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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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construction enhances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by 
expanding market demand and promoting enterprise strategic ambidexter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ositive eff ect 
of national unifi ed market construction on enterprise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fi rms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bette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among enterprises with abundant patient capital and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Furthe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and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exert negative 
moderating eff ects on the policy eff ectiveness of national unifi ed market construction. These fi ndings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mitigating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deepening market-oriented factor allocation reform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Keywords: national unifi ed market; glob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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